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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
——中国城市转型研究

周大鸣

内容提要：本文将透过城市社区看中国社会从地域型社会到移民社会转变这一过程，认为城市转型建

立在文化转型的基础上，同时也是文化转型的一种表达。城市社区的转型是伴随着“移民时代”而到来的，

中国城市的人口的特征，实际上开始逐步地从一种相对封闭的地域型城市社会向多元开化的移民型社会

转变。移民的多元化使城市在转型期间遇到了诸多问题，如公共资源的平等享有、家庭与亲属关系的变

迁、地域性的歧视、人际关系的复杂化、族群关系的复杂化等，认为与此相关的议题在未来也多有继续探讨

的意义。

关键词：地域社会；移民社会；城市社区；文化转型

过去我们时常探讨“文化转型”。一些学者习惯使用“文化变迁”这一概念代替“文化转型”，比如林淑

容认为，“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两个建构的概念，相较于文化转型，她更赞同使用“文化变迁”，认为基

本上没有所谓的文化转型，也就是说，文化从这个模式完全转变到另外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与过去的模

式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文化只有延续、断裂、复振与创新。也有学者赞同“文化转型”的

用法，比如赵旭东认为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转变，文化形态亦在发生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同时，在当代社

会使用文化转型的概念也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赵旭东，2012）。笔者以为“文化变迁”与“文化转型”是两

种说法的不同，而非概念性的不同，二者都旨在对当今社会文化现象的变化进行思考。在本文中，笔者更

倾向于使用“文化转型”的概念分析当代城市社区在结构层面呈现出的急剧变迁现象。

笔者曾撰文探讨过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问题，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角度探讨了

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现象，认为文化转型具体表现在道德伦理的弱化、“圈子”的变化、乡村整合模式

及人际关系的功利主义取向等（周大鸣，2013）。中国过去的文化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现在我

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这是否也伴随着文化转型？与此同

时，我们的城市本身是不是也在发生着转型？杨庆堃先生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

迁，他将 19世纪中至 20世纪中这一时段的城市化称为商埠城市化（treaty port urbanization）的过程，而从新

中国成立到 20世纪末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又先后经历了急速城市化、逆城市化、迅速城市化三个阶段；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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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组织系统也经历了变迁，面临着如组织效用与效率等挑战与问题（刘创楚、杨庆堃，2001：123-
128）。笔者以为当代中国的城市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城市转型描述的则是，中国过去的城市是建立在一个

地域社会之上的地域型城市，现如今正在向一种移民城市转变。这是笔者最近提的一个概念和思路，将在

本文进行讨论。当然，本文的论述及许多观点仅仅是尝试性的，而并非确定的结论，其中有许多的问题仍

然值得深入探讨。

一、“地域社会”概念试析

笔者尝试使用“地域社会”这一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描述与概括，认为地域型社会是在一定的地

域文化基础之上而形成的社会。笔者以为地域型社会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社会经济的运作模式、相关

联的国家行政制度、市场体系的发生与形塑，以及较为保守的移民政策。具体来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农

为主的社会，以土为生的人不愿意轻易搬迁，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惯。中国的农业传统与欧

洲及美洲社会有所不同，后者经营的是粗放型的农业。许倬云曾撰文讲述，自汉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农业

走的便是一条精耕细作之路，形成的是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政府自秦汉以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与此种社会经济形态之形成亦有重要关联。对工商业的抑制并没有阻碍到人们对于土地财富的追逐，尽

管中央政府推行政策的初衷是强调以农固国，鼓励人们重视农业生产，然而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小农阶层

的兴起，其典型的呈现方式是以主干家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许倬云，2012：8-12）。在中国农业社会

里，由于是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其基本特征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不是作为商品进行

交换，这在中国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随着人口不断地增长，农户自身的消费也不断增

长，而土地却没有太多的增长，所以只有在有限的单位面积上面不断地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以获得更多的产

量，这就是黄宗智先生所描述的农业经济内卷现象（黄宗智，1986）。

过去，中国传统农业型社会通过“集市”把一家一户这些小农联系起来，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农忙和农闲的时候对劳动力的需求差别很大，农忙的时候大家要精耕细作，“种田

如绣花”，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农闲时农民无农事可以忙活，就做些其他营生，因而过去的小农经济基

本上是一种兼业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除了经营农业之外还经营农业以外的一些东西，常见的如小手工

业产品等。因此家庭手工业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特点。而又由于家庭小手工业这些产品不仅满足自

身消费，还会拿到市场上交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集市体系。农村地区“三天一小圩、五天一大圩”的这种

圩市非常的发达，各家各户逢时便将自家多余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放到市场上去交换，通过交换把自己

所需要、又不能自己生产的东西交换回来，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之一。久而久之，这些集镇也成为

了交易的中心，成为一种类型的城市。而从市场体系的发展来说，农民被镶嵌到市场关系之后，加之存在

缴纳税收等现金的需求，便会更加依赖市场交换，进而将更多的土地变卖以换取金钱。农民卖掉了土地成

为佃农，如此类的人口增多超出土地负荷的时候，政府便会进行政策的调控；然而传统中国的人口政策是

较为保守和闭塞的，一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会受到限制，从秦朝开始，自由迁徙便是被禁止的（许倬云，

2012：26）；另一方面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大多是出于巩固北部边防的军事目的，比如屯民等边疆永久性移

民（许倬云，2012：33）。另外，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建

立。这种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限制了移民。在严苛的户籍制度下，一个人要到什么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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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由个人决定的。因而这种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强化了地

域性城市的发展。

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或称大一统的国家，然而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内部差异极大。习惯上我

们以地域来划分成不同的文化类型，比如中原文化、闽南文化、江南文化、吴湘文化、闽粤文化等，即有多种

地域文化类型。如今历史界与社会科学界对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比较侧重对地域社会的研究，现在经

常讨论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就是研究在一个大的历史的背景下被淹没了的各个区域的历史，而事实上有的

区域历史和大的历史不一定同步，发展史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以昆明为例，昆明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可

能属于南诏国，在宋代的时候则属于大理国，小说《天龙八部》讲的便是这个情况；再如山西，笔者于前一段

时间到山西做调查，知晓山西在宋代的时候也不是属于宋朝的，而是属于辽国的；山西现在我们通常称之

为中原地区，其实那个时候它是辽国的地方。因此对于地域社会的研究，其实这些年开始我们就发现每一

个地域都经历着自身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中国各个地区的差异非常大。具体来说，首先表现在不同地域

之间的语言的差异、习俗的差异、食品的差异、住宿的差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中国人由于地域性

的差异所造成的地域性的歧视也非常严重。比如南方人对北方人有一些刻板印象，会称北方人是“傻大

个”；北方人对南方人也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南方人“个子小、很精明”此类。除了南北方这样一个大的

区域歧视之外，在每一个省域里面又有一些歧视，会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域有歧视，这个就是因为地域

性的差异所造成的。如果大家属于不同的群体，就会有不同的认同，可能有一个排他的东西，这种东西影

响很深远。比如现在深圳、东莞等地区的企业要招工，他们只招某省的人或者不招某省的人的现象非常严

重。因而总之，地域社会从总体上说，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内部由于受到族群、自然地理环境、历史，特别

是移民迁徙的历史过程等要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极大的文化差异。

二、地域、区域与城市社区

城市社区是观察中国社会从地域型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型的一个微观视角。马克思·韦伯在讨论中国

的城市时讲到，中国的城市是王者或管理人员，以及工匠、商人的聚居地，在很多时候也是政治的中心，是

军事要塞（马克思·韦伯，1999）。政治军事要塞的城市建设首先就是要建设一道城墙，它要有很好的防卫

功能，即高筑墙。欧洲的城市跟中国的城市有所不同，欧洲的城市很多是以宗教为主体，其最重要、最核心

的建筑大多与宗教信仰相关，因而欧洲城市首先是一个神圣的中心，然后才成为一个世俗的中心。杨庆堃

将城市社区定义为“非农业的、异质性的社区”（刘创楚、杨庆堃，2001：100），将城市区分为“军政的城市”

和“经济的城市”两大类，认为中国最初只有军事及政治的城市，而后经济类的、宗教类的城市才逐渐形

成。基于对城市社区的定义，杨庆堃认为中国的四大镇：朱仙镇、佛山镇、景德镇、武昌镇都是经济性的城

市（刘创楚、杨庆堃，2001：104）。然而不少的此类城市却是以生产官宦用品为主，物品较少投放到市场进

行贸易，比如景德镇就是有名的官窑，因此也难以产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性城市的形成

与发展仍然与西方城市概念有本质的差别。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城市是建立在地域型社会之上的。对在一个地域社会之上形成的一个地域性的城

市，笔者概括了一些特点：第一是居民是以周边的农村移入城市为主。比如上海，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移

民主要来自苏南和浙北，因此上海话是以苏州话为基准的一种方言，只不过音调发生了一些变化；宁波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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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比较平，因此也有人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第二，过去的城市是以周边的人移入到

城市，因而就是以某一种方言群体为主体，所以地域型城市基本上是以某一种方言为主。比如南宁，这个

特征现在表现得并不是特别明显，过去南宁有南宁的白话，城内讲白话，城外可能不太一样。又比如广州

整个城市流行广州话，上海流行上海话，在武汉说武汉话，在长沙就说长沙话，就是以某一方言群体为主

体。第三，地域型城市同时也是行政区划的中心，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每一个地域的中心，当然这也

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因为中国历来把城市作为一个军事、政治控制中心。所以包括中国革命走的也是农

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个区域也有区域性的城市，这是跟中国的传统上以城市作为主要的政治控制中心有

关系。第四，城市居民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与其他地方形成相对稳定而区隔的群体，并形成了强烈的地

域城市认同。

三、移民与城市社区的转型

城市社区的转型是伴随着“移民时代”而到来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近年来国内人口的流动

数量非常的大，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流动人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2）。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11年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全市的流动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 40%（中国社科

院，2011）。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比重更大，比如深圳市常住人口为 1 000万，其中非户

籍人口 70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七成左右（深圳统计年鉴，2014）。东莞外来暂住人口 435万，常住人口 830
万，约占一半比例还多（东莞统计年鉴，2014）。因而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移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原

有的人口，改变了原来的人口结构。另外，当代中国的人口流动总体上是单向的，俗称“一江春水向东流”，

即人口主要是从西部向东流，向东南沿海流，向较大的城市流动。以 2000年与 2010年中国区域人口流动

数据比较来看，流动人口的总体区域的变化为：2000年东部流动人口占绝对多数，到 2010年西部的流动人

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2010年，西部的流动人口的增速是 86.8%，东部为 85.4%。整个中国流动人口

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各区域流动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然而东部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最大，仅有东北

相对来说所占的比重稍小一点，这主要还是由于经济机会太少，东北下岗工人较多，外来人谋生不易。除

了东北流动人口比重不到 10%以外，西部达到百分之二十几，中部也达到了 28%，因而整个中国社会人口

的流动并非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

原有的户籍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直接联系在一起，比如与就业、粮食定量、燃料分配等。

事实上，要真正施行户籍改革是不容易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户籍制度尚未发生变化，然而人口

流动已经开始发生，另外城市化也快速地发生。大约 1978 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 18%左右（武力，

2002），占 80%以上的人是农业人口，因而我们过去叫做农业大国。从 2011年开始，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

农村人口，现在城市人口逐年增长①，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提出建立新型的城镇化，需要转移两个亿的人口到

城市，城市化的速度会加速。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给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随着人口

流动加速，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社会，逐渐地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现

在，我国开始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时期，进入到一个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时期。那么中国的城市，也就

① 根据2011-2014年《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得出。

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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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如前所述，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数量的份额越来越重，中国城市的人

口的特征，实际上逐步地从一种相对封闭的地域型城市社会开始向多元开化的移民型社会转变，这也可以

从人口结构上观察出来。

当代中国的城市就单一地域的城市人口而言，其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1980年代广州 300万人口，除

去一部分自然增长的以外，现在 1 000多万人大部分都是移民构成的。因而笔者以为在沿海这样的城市，

已经进入移民社会，而不再是地域社会。为什么？主要是由于它的人口构成不再单纯是城市周边农村的

人口流向城市，因为随着城市的扩大，周边的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城市化过程也会逐渐把周围的农村变

为市区，这些人口自然会成为城市人口。实际上，这部分人口不占主流，习惯上将这部分人口叫做政策性

移民，政策性移民在沿海城市移民中所占比重不多。而今移民的来源和组成更加具有多元化的特性。过

去，沿海基本都是单一的汉族城市，现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55个少数民族都有。笔者

到云南大学交流，一位教授说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市，笔者以为有待商榷，戏言云南只有 25个少数民

族，广州有 55个少数民族。由此可看出，人的来源和组成是多元化的。现在，贵州大学去广州研究黔东南

的苗族，因为大量黔东南的苗族去广州打工或做其他事情，这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苗族人喜欢在一起聚会，

而聚会就要喝酒，在广州，他们成百上千人聚会是常事，这么多人喝多了酒出了事在城市就不是小事。除

此之外，移民内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比如近几年出现的“蚁族”群体，也就是城市里低收入大学生的

聚居群体。因为随着国家的扩招，大学生的群体越来越大，就业越来越困难。目前大学生就业的起点工资

不是在增长而是在降低，这些城市新移民，大学生也算一类，越是大的城市这一类的漂族越多。此外还有

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白领，这些都使城市的移民城市变得多样化。

四、城市转型中的文化调适

移民的多元化使城市在转型期间遇到了诸多问题，需要做出相应的文化调适。具体来说，第一是公共

资源的平等享受问题，比如现在讨论怎样才能实现同城化的问题。因今同城不同待遇的问题较为普遍，居

住在一个城市，却因为身份的不同导致各方面的待遇也不一样，特别是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障。十八

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新型的城镇化中就包括了农民的市民化。比如珠三角这些地方，外来人口所占比重

非常大，而且这些外来人口很多是举家迁移，子女也在本地上学，因此他们的教育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变得

越来越迫切。现在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作为政府管理者，在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之

上的速度及成效不一，比如土地改革推行得较快，而农民市民化这个过程推进得就比较慢。这也与我国目

前的税收制度有关，现在我国实行两税制，即地方与国家的分税制度，然而目前属于国家管理的和地方管

理的部分仍不太明确。部分原因是由于在施行两税制初期，中国的GDP很小，财政收入还不是太多，所以

大家觉得不重要。到了今天，随着这块蛋糕越来越大，两税制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是表现得最尖锐

的。一般来说，两税制国家分得百分之五十多一点，而省、地、县、镇的地方财政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多一点，

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建设等都是要归地方来负责，所以现在在珠三角打工的人被强制性地交社保等很多

名目的费用，倘若离开的话只能带走自己交的一部分，企业或单位帮你交的不可带走。这就是目前中国的

情况，地方保护主义还是较强的。除了政策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变化以外，作为人类学所关心的，在一个城

市转型的过程里面还有一种文化转型的存在。这首先强调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性很大，随着人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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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复杂化，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把各自的文化带入城市，因此，多元的文化是一个移民社会很重要的特

征，所以说城市里面存在从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

问题。

第二，家庭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的与文化冲突有关的矛盾。因为过去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信仰同样的宗

教，有着共同的文化及认同感、价值观，因而文化背景相似的人或家庭之间产生矛盾的几率相对较小，这从

离婚率上也可以观察一二。比如笔者大约 20年前在凤凰村做调查时，本地的离婚率是 0，因而在传统的乡

村社会中，家庭极为稳定；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家庭离婚率极高，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通婚圈在扩大，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通婚越来越多。不少人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事实上受中国传统家族伦理的影响，婚

姻是涉及两个家庭的事，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由于风俗习惯不一样，在嫁女习俗、礼品的馈赠、酒席的摆

法、坐月子、保胎等上面都可能存在一些具体的不一致，比如礼金的数目与交换方式、婚俗的习惯等等，跨

文化家庭内部的冲突极有可能导致离婚率的上升。因而在文化转型的社会里面，小到家庭，大到群体，都

可能需要面对这些问题。

第三，在转型期里可能会有一些文化不适应。地域性歧视是其中一种，人们对某一地方的人有很多刻

板印象，研究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是因为群体认同的存在，即自我的认同和排他所产生的，这种以自

我为中心的心理在中国人这里是根深蒂固的。另外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弱化。过去中国传统地域性文化是

个熟人社会，以血缘、地缘、亲缘三套制度，分别是宗族制度、亲属制度、地缘制度为基础（周大鸣，2014）。

进入到移民社会后，这些传统就被打破了，我们基本可利用的资源发生了变化。在这其中，最反传统的制

度便是传销制度，传销采取“杀熟”的做法，从最熟最亲近的人开始杀起，先杀父母，再杀兄弟，再杀同学和

战友。这种传销制度便是利用了父母亲属关系，是反传统的，也是有违伦理的。

第四，在移民社会里还有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过去将人分为“圈内圈外”，实际上，在移民社会里我

们面对的更多的是圈外人，那么如何建立起信任机制，如何建立和谐社会变得越发复杂。如今我们提出一

个概念叫“依法治国”，而过去叫做以德治国，依法治国无错，然而如果解决任何的问题都要靠法律、规章制

度，那么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会很高。以美国社会为例，律师是最赚钱的行业，因为美国的法律法规太多，有

联邦法，而各州又有各州的法律。因而美国的法律系统较为复杂，本州犯法，另一个州可能无罪。中国传

统文化讲做人，首先要“修身”“齐家”，伦理道德的约束力要高于法律。实际上，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个人的

行为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并不完全使用法律处理。

最后是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复杂，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依然在朝着复

杂的方向变化。一个城市里面，一方面是地域性人群类型的复杂性，比如在广州研究山东人、河南人、湖北

人、不同省人群，广东人有潮州人、客家人等不同的方言群体；除此之外，还有不同民族的复杂性，具有宗教

信仰的民族或人群聚集在一起，举行形式各异的仪式，事实上是多元化宗教信仰的表达。又如在工厂中，

倘若是汉族人之间出现冲突，一般工厂处理便可，然而倘若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出现冲突，工厂管理人员却

因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管理经验而表现得束手无策，后面只能由政府出面来管。然而政府处理就已经导

致这个变成群体事件了。广州对非洲人的态度也有类似之处，由于缺乏专门的移民机构承担管理职能，非

洲人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便只能去政府寻求帮助。那么，政府如何管理呢？政府通常会将这类事件定性为

影响稳定的事情，目前的办法就是禁止居民租房子给他们，哪一方租房子给他们，便由哪方负责，因而房东

成了需要承担责任的一方，这也同时导致了房东、政府、非洲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

-- 8



Vol. 5 No.6, Nov. 2017
http://src.ruc.edu.cn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5卷 第6期
2017年11月

五、小结与前瞻

前文回溯了如何从城市微观社区观察从地域型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型过程，大多从国内移民的视角

展开。事实上，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逐渐成为移民的目标国。笔者曾就国际移民做过专题研

究，就广州的韩国人、日本人、非洲人①，来自中东国家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国的国际移民做过研究，广西也拥

有不少来自越南、老挝、缅甸的移民，这些移民很多是以“嫁入新娘”的形式来到中国，他们把女孩子嫁过

来，构成家庭，因而这种移民就是从最基层开始的，一旦建立家庭便会有亲属关系，会有亲属网络，从而会

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如今大量的日本人、非洲人、韩国人来到广州，娶妻生子，这又涉及很多问

题。不同身份类型的移民进入中国之后也产生了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比如跨国婚姻伴侣的入籍问题，以

及移入中国的国际移民能否成为本国公民等。现在我国尚未出台移民法，也未设立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

如移民局等。也就是说，外籍公民如何成为中国公民尚无法律可依，无机构可管。目前广州成立了 104家

外国人服务中心，然而这些并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在广州的日本人、韩国人有专门的商店、超市，有自己

的消费场所，自己办的刊物，自己的教堂，他们会把自己的一套体系建立起来，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

这些群体从人数上说并不是在缩小，而是仍在扩大。事实上，不少来到珠三角地区的韩国人、日本人，从事

的是专业技术工人的职业，在佛山顺德也有许多的韩国餐馆和超市，因而大量的韩国人实际上是蓝领，而

不是白领，他们的职业是企业中的技术工人。又比如在浙江义乌等地方亦有许多外国人，他们经营小商

品，把小商品卖到世界各地去。

中国处在转型期，发展速度极快，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政策却相对滞后，相关研究同样较为缺乏。不

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仍然面对的是偏远的乡村社会，而非城市，城市社区或城市家庭的研究相对较弱，笔

者认为若将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放置到城市中，相信会对城市研究以及人类学理论视角

及方法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启发。都市人类学的首本著作既是关于都市的族群性、都市族群关系的，而这恰

恰是政府层面少有关注的，比如新型城市化的建设中尚未提及有关建设多元文化城市、多元族群城市的内

容；同样的，我们在提到社会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把民族关系、族群关系作为社会发展里的指标，因而不少

东西都还是缺失的。因而，前文提到的伦理道德的弱化、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变迁、国际移民与跨国婚姻等

很多议题等也都是未来可作深入探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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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gional Society to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n China's Urban Transformation

ZHOU Da-ming
Abstract：This article will see the change process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regional community to immi⁃

grant society through the urban community, thinking that the process is based on the cultural transforma⁃
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is accompanied by the "immigration era" and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nese cities, in fact, gradually embedded the change from a relatively closed
regional society to a multi-cultural immigrant societ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mmigrants has caused many
problems during the transition, such as the equal enjoy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the changes in family and
kinship, regional discrimination, the complex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complexity of ethnic re⁃
lations, etc. These issues above will have more significance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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